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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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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构建中国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

展影响的内在机理，并基于 2002-2020 年中国 31 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演

进的特征事实，实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与劳动力流动水平均稳步上升，且均存在地区差异；就全国层面而言，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

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边际影响逐渐降低；在空间

维度上，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因此，提高劳动力的区际流动水平，

着重解决劳动力要素区域错配问题，是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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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terogeneity of Labor Mobility's Effe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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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labor force， and between urban sector and rural sector，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labor mobility's impa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31 Chines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2 to 2020， it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s and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labor mobility 
on its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both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labor mobility has steadily 
increased， but regional disparities persist in both； that at national level， labor mobilit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at in temporal dimension， the marginal impact of labor mobility on the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at in spatial dimension，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fore， enhancing inter‑regional labor mobility and focusing on resolving the regional mismatch of labor factors are key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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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乡发展存在“个体富

裕”与“地区繁荣”的矛盾，即个体富裕并不一

定能够促进地区繁荣和城乡协调发展。“个体

富裕”，即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过程中，更加

关注自身的发展情况，追求个体富裕，不考虑

其空间的优化布局；“地区繁荣”则强调通过扶

贫、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

地区发展均衡 [1]。从微观层面来看，劳动力流

动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农民是否

进城务工，是否选择在城市安家落户，主要源

于个体对富足物质条件与美好生活的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资本规模迅速扩张，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力

缺口；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

民获得了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农业生

产率得到极大提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

释放。为获取更高的工资回报及更好的医疗、

交通与教育等公共服务，农村劳动力开始由农

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大规模向城市和发达地

区流动，农民平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57
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397.60 元，年均增长率达

16.9%。①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流动既提

高了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又极大地推动了我

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个体富裕”与“地区

繁荣”的矛盾并不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国农民工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 200 万

人发展到 2022 年的 2.96 亿人，②以“个体富裕”

为导向的城乡发展体系使得经济和人口在少

数城市聚集，这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2]，

但由此诞生的“城市中心主义”发展理念使得

城乡差距愈发扩大，农村发展严重落后于城

市，“个体富裕”与“地区繁荣”的矛盾加剧。“十

三五”期间，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人数达 1 000 多

万，使原本处于恶劣环境、缺乏基本生存条件

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但经济落后地区的乡

村振兴工作滞后，“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仍为城乡融合发展

的头号难题。 201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

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的意见》指出，要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

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

步明确提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由此可以看

出，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城乡融合发展体

系，关键在于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然

而，从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

历史进程来看，城乡间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

既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又直接作用于乡

村振兴。对前者而言，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劳

动力流入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对后者而言，有

学者认为，劳动力外流虽然促进了农业和农村

的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的畸形

化和产业的空心化，制约了农业发展与乡村振

兴。劳动力流动究竟是否有助于城乡融合发

展？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如何？其

影响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层面是否存在异质

性？如何充分发挥劳动力流动在推进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二者有机协同，进而递归到城

乡融合发展的潜在效应？上述一系列问题构

成了本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与落脚点。

截至目前，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

融合发展的直接研究较少，更多的是间接研

究，且主要为定性研究。一是劳动力流动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一方面，劳动力在城

乡间自由流动是实现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

素自由流动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

条件，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保障 [3⁃4]；另一

方面，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利好倾向的经

济政策会持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5]，而这种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投资、教育以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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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甚至形成“收入不

均 等 — 经 济 衰 退 — 收 入 不 均 等 ”的 恶 性 循

环 [6]。有学者指出，只有劳动力在城乡间的

自由流动，才能彻底改变“城市主导”的发展

模式，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平衡、充分发展，有

序促进城乡融合 [7]。二是劳动力流动是城乡

融合发展的动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能够

推动政府户籍制度改革，有效缓解城乡间劳

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改变城乡经济发展模

式，促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这是城乡关

系从分割走向融合的内生机制 [8⁃9]。三是劳动

力流动作为一种中介机制间接影响城乡融合

的发展。有学者发现，新时期人力资本深化要

求农村人口就近就地转移，而这种农民工本地

化流动能够提高县域内城乡融合的发展 [10⁃11]；

同时，数字经济 [12]、数字普惠金融 [13]、城市更

新 [14]、公共服务供给 [15]的发展也能够提高地区

劳动力流动水平，进而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在新型城镇化层面，

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城市发展获得了高人力

资本水平的比较优势，而人力资本存量较高

的地区更容易产生新技术和新产业，这种城

乡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导致低技能劳动力

与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产生分割 [16]，进一步扩

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然而，简单地将人口引

入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与小型城市反而会抑

制城市服务业在 GDP 与就业中的占比，不利

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17]。因此，在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时，只有做好劳动力城市落户工作，

才 能 够 有 效 缓 解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扩 大 的 问

题 [18⁃19]。此外，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能够有

效促进城乡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是

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有效措施 [20]。在乡村振兴

层面，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期大规模

流出，留守农村的大多是“老幼病残”群体，

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地区。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地区 60 岁及以

上 人 口 占 比 约 为 15.85%，而 农 村 地 区 60 岁

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 23.81%，两者相差约 8
个百分点。 ③ 农村地区畸形的人口结构使得

其人力资本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农村耕

地抛荒、传统文化衰落以及出现大量“空心

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极大地制约了乡村

振兴的进程。尽管劳动力流动水平的上升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的绝对贫困，但也

增加了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阻碍了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1⁃22]；农村劳动力的大规

模外流也削弱了农村人力资本，抑制了乡村

产业振兴 [23]。因此，合理引导劳动力向农村

地区回流，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虽然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市地区转移仍为目前城乡劳动力流动

的主基调，但劳动力返乡创业就业的数量不

断增长，且增速明显高于外出人口的增长。

这表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大规模向城

市转移转向就近就地转移 [24]，而这种流动方

向的转变既能够为农村带来更多的“城归”

人力资本，激发农村生产活力 [25⁃26]，也能够提

高农户的非经济收益 [27]，有助于新时期乡村

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的实施，进而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

已有研究为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

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

直接研究较少。二是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评

体系的构建及其系统评价不足，有待进一步拓

展和完善。三是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

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尚不确

定，相应的政策安排如何因时而异、因地制宜，

需要提供进一步的现实证据。基于此，本文从

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环境和人口五个维度，

系统建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评体系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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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测评，在剖析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

发展二者演进特征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劳动力

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异质性，最终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

议，以实现劳动力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之间

的有机协同。

二、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内

在机制分析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劳动力

流动不仅会影响流出地的乡村振兴进程，还会

影响流入地的新型城镇化效率，进而最终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本文借鉴陈浩等 [28]的研究方

法，通过建立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

合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

定理论基础。

（（一一））模型假设模型假设

1. 模型主体假设

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作为博弈模

型的三方行为主体，且均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有限理性人，其行为选择会随时间而变化

并最终稳定于最优策略。

2. 行为策略假设

劳动力的初始属地为农村，有两种策略选

择，其策略集简称为（城市，农村），以 x的概率

选择向城市地区流动，以（1 - x）的概率选择

留守农村。城市部门有两种策略选择，其策

略集简称为（带动，限制），以 y的概率选择带

动农村地区发展，主要表现为吸引劳动力向

城市地区转移，并为其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以

（1 - y）的概率选择限制农村地区发展，通过

制定以户籍制度为主的政策限制劳动力流入。

城市部门作为政策的制定者，需承担有关劳动

力流动政策的制定和交易成本。农村部门有

两种策略选择，其策略集简称为（融入，维持），

以 z的概率选择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积极

与城市部门进行生产要素与资源的交换，以

（1 - z）的概率选择维持现有的发展模式，依

靠农村自身资源独立发展。x、y、z∈ [ 0,1 ]，且
均为时间 t的函数。

（（二二））模型构建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模型假设，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

景下，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存在多种

情况的三方博弈关系。三方博弈模型的主要

参数与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方博弈模型主要参数与说明

博弈行为主体

劳动力

城市部门

农村部门

参数

LU

L 'U
CLU

LR

L 'R

U 

U '
CU

CS

R

CR

CE

参数含义说明

城市部门选择带动农村地区发展时，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收益

城市部门选择限制农村地区发展时，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收益

城市部门选择限制农村地区发展时，劳动力进城务工所支付的流动成本

农村部门选择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时，劳动力留守农村的收益

农村部门选择维持现有的发展模式时，劳动力留守农村的收益

城市部门选择带动农村地区发展时，劳动力选择流入城市，城市部门的吸纳收益

城市部门选择限制农村地区发展时，劳动力选择流入城市，城市部门的吸纳收益

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时，城市部门所支付的带动成本

城市部门为消除劳动力在城乡流动的制度障碍所支付的政策制定成本

城市部门选择带动农村地区发展时，农村部门选择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的融入收益

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时，农村部门所支付的融入成本

农村部门选择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所支付的生产要素与资源交换成本

                      注：根据指标含义，所有参数的数值均非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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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1. 当城市部门带动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部

门积极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时

当劳动力选择流入城市部门时，城市部门

选择带动农村地区发展，为劳动力在城乡间的

流动提供制度保障。此时，假定劳动力在城乡

间的流动壁垒被破除，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动

要支付的流动成本为 0。同时，劳动力能够充

分享受城市的较高工资收入以及相对完善的基

础设施、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与福利，其进城

务工的收益为 LU。对城市部门而言，劳动力流

入为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提供了足够的要素支

持，城市部门能够最大程度享受人口红利，城市

部门的吸纳收益为U。从成本端来看，一方面，

城市部门需要支付一笔费用以消除劳动力在城

乡间流动的制度障碍，该部分政策制定成本为

CS；另一方面，城市部门需要扩大公共服务的

覆盖面，缓解外来劳动力对当地就业市场、交通

网络和居民社区的冲击，促进资源和服务的均

等化，城市部门的带动成本为 CU。对农村部门

而言，积极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能够在最大

程度上享受城市部门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农

村部门的融入收益为 R。从成本端来看，一方

面，农村部门融入城乡发展体系之时，要和城市

部门进行一定的生产要素与资源交换，该交换

成本为 CE；另一方面，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部

门流动，造成农村人口结构失衡、农村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剧，农村部门的融入成本为 CR。

当劳动力选择留守农村时，其留守收益为

LR；城市部门的吸纳收益为 0，带动成本为 CU，

政策制定成本为 CS；农村部门的融入收益为 R，

交换成本为 CE，融入成本为 0。
2. 当城市部门带动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部

门维持现有的发展模式时

当劳动力选择流入城市部门时，劳动力的

流动成本为 0，进城务工的收益仍为 LU；城市部

门的吸纳收益为 U，政策制定成本为 CS，带动

成本为 CU；由于农村部门选择维持现有的发展

模式，农村部门的融入收益与交换成本均为 0，
但 由 于 劳 动 力 的 流 失 ，农 村 部 门 的 融 入 成

本为 CR。

当劳动力选择留守农村，而农村部门选择

维持现有的发展模式时，农村部门依靠自身资

源独立发展，未能积极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

劳动力留守收益为 L 'R，且 L 'R < LR；城市部门

的吸纳收益为 0，带动成本为 CU，政策制定成本

为 CS；农村部门的融入收益、交换成本与融入

成本均为 0。
3. 当城市部门限制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部

门积极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时

当劳动力选择流入城市部门，而城市部门

并不鼓励劳动力流入时，劳动力流动会受到来

自城市部门的阻力，劳动力需要支付向城市部

门转移的流动成本 CLU，进城务工的收益为 L 'U，
且 L 'U < LU；城 市 部 门 的 吸 纳 收 益 为 U '，且

U '< U，带动成本与政策制定成本均为 0；农村

部门的融入收益为 0，交换成本为 CE，融入成

本为 CR。

当劳动力选择留守农村时，其留守收益为

LR；城市部门的吸纳收益、带动成本与政策制

定成本均为 0；农村部门的融入收益为 0，交换

成本为 CE，融入成本为 0。
4. 当城市部门限制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部

门维持现有的发展模式时

当劳动力选择流入城市部门时，劳动力流

动会受到来自城市部门的阻力，劳动力需要支

付向城市部门转移的流动成本 CLU，进城务工的

收益为 L 'U；城市部门的吸纳收益为U '，带动成

本与政策制定成本均为 0；农村部门的融入收

益、交换成本为 0，融入成本为 CR。

当劳动力选择留守农村时，其留守收益为

L 'R；城市部门的吸纳收益、带动成本与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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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本均为 0；农村部门的融入收益、交换成本

与融入成本均为 0。
（（三三））博弈分析博弈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构建假设，本文劳动力、城市

部门与农村部门的收益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

混合策略收益矩阵

情形

1

2

3

4

5

6

7

8

博弈策略组合

（城市，带动，融入）

（农村，带动，融入）

（城市，带动，维持）

（农村，带动，维持）

（城市，限制，融入）

（农村，限制，融入）

（城市，限制，维持）

（农村，限制，维持）

劳动力

LU

LR

LU

L 'R
L 'U - CLU

LR

L 'U - CLU

L 'R

城市部门

U- CS - CU

-CS - CU

U- CS - CU

-CS - CU

U '
0

U '
0

农村部门

R- CE - CR

R- CE

CR

0

-CE - CR

-CE

-CR

0

    注：资料由笔者计算得出。

博弈行为主体的演化策略稳定性分析如

下：设劳动力选择流入城市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 1 1，选择留守农村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 12；城市

部门选择带动农村地区发展的期望收益为

E 2 1，选择限制农村地区发展的期望收益为 E 22；

农村部门选择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的期望收

益为 E 31，选择维持现有的发展模式的期望收益

为 E 32，则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平均

期望收益
-
E 1、

-
E 2、

-
E 3 为：

-
E 1 = xE 1 1 +( 1 - x )E 12 = xy ( L 'R + LU -

zL 'R + zLR )+( x- 1 )( y- 1 )( L 'R -
CLU + LU + zLR - zL 'R )

-
E 2 = yE 2 1 +( 1 - y )E 2 2 = xU '- y (CU +

CS )- xy (U+ U ' )
-
E 3 = zE 3 1 +( 1 - z )E 32 = z [ xy ( R- CE -

CR )- y ( 1 - x ) (CE - R )- xyCR ]+
( 1 - z ) [-( 1 - y ) xCR - CE ( 1 - y )
( 1 - x )-( 1 - y ) x (CE + CR ) ]

 （1）
根据式（1）得出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

门的复制动态方程Q ( x )、Q ( y )、Q ( z )为：

Q ( x )= dx
dt = x ( E 11 - Ē 1 )= x ( x- 1 )( L 'R +

L 'U - CLU + yCLU - 2yL 'R - yLU -
yL 'U + zLR - zL 'R )

Q ( y )= dy
dt = y ( E 21 --

E 2 )= y ( y- 1 ) [ CS +

CU - x (U- U ' ) ]

Q ( z )= dz
dt = z ( E 31 - Ē 3 )= z ( z- 1 )(-CE +

2yCE - 2xCR - yR+ 4xyCR )
（2）

以劳动力为例，当劳动力达到演化的稳定

点时，必须满足 Q ( x )= 0 且
dQ ( x )

dx < 0，则存

在以下三种情况：

1. 当 L 'R + L 'U - C LU + yC LU - 2 y L 'R - 

yLU - yL 'U + zLR - zL 'R > 0 时 ，
dQ ( x )

dx |x= 0 <

0，dQ ( x )
dx |x= 1 > 0，因此 x= 0 为稳定点，即劳

动力选择留守农村。

2. 当 L 'R+L 'U-CLU + yCLU - 2yL 'R- yLU-

yL 'U+ zLR- zL 'R< 0 时 ，
dQ ( x )

dx |x= 0 > 0，

dQ ( x )
dx |x= 1 < 0，因此 x= 1 为稳定点，即劳动

力选择流入城市。

3. 当 L 'R+L 'U-CLU + yCLU - 2yL 'R- yLU-
yL 'U+ zLR- zL 'R= 0 时 ，对 任 意 x，均 有

Q ( x )= 0，此时劳动力的策略选择比例不会随

时间变化而变化。

同理，可得出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稳定

点。随后，令 Q ( x )= Q ( y )= Q ( z )= 0，可得

出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三方演化博弈

模 型 的 均 衡 解 为 ：X 1 ( 0,0,0 )、X 2 ( 0,0,1 )、
X 3 ( 0,1,0 )、X 4 ( 0,1,1 )、X 5 ( 1,0,0 )、X 6 ( 1,0,1 )、
X 7 ( 1,1,0 )、X 8 ( 1,1,1 )。将劳动力、城市部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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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门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均衡解代入模型

的系统雅各比矩阵，若某一均衡解对应的特征

值均有负的实部，则可以认为该均衡解为博弈

模型的局部稳定点。模型系统雅各比矩阵为：

J=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ú

ú

ú

ú

ú

ú

ú∂Q ( x )
∂x

∂Q ( x )
∂y

∂Q ( x )
∂z

∂Q ( y )
∂x

∂Q ( y )
∂y

∂Q ( y )
∂z

∂Q ( z )
∂x

∂Q ( z )
∂y

∂Q ( z )
∂z

（3）

将均衡解带入系统雅各比矩阵后，所得的

特征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三方演化

博弈模型均衡解及特征值

均衡解

X 1 ( 0,0,0 )

X 2 ( 0,0,1 )

X 3 ( 0,1,0 )

X 4 ( 0,1,1 )

X 5 ( 1,0,0 )

X 6 ( 1,0,1 )

X 7 ( 1,1,0 )

X 8 ( 1,1,1 )

特征值 1

CE

-CE

CS + CU

CS + CU

CE + 2CR

-CE - 2CR

-L 'R - LU

-LR - LU

特征值 2

-CS - CU

-CS - CU

L 'R + LU

LR + LU

L 'R - CLU + L 'U
LR - CLU + L 'U

R- 2CR - CE

-R+ 2CR + CE

特征值 3

CLU - L 'R - L 'U
CLU - LR - L 'U

R- CE

CE - R

U- U '- CS - CU

U- U '- CS - CU

-U+ U '+ CS + CU

-U+ U '+ CS + CU

    注：资料由笔者计算得出。

由于模型中所有参数的数值均非负，均衡

解 X 1、X 3、X 4、X 5 中存在实部非负的特征值 CE、

CS + CU、CE + 2CR 为非稳定点，故予以排除。

以劳动力流动为视角，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 劳动力选择留守农村，对应的均衡解为

X 2 ( 0,0,1 )。若 CLU < LR + L 'U，则劳动力、城市

部门与农村部门的策略选择收敛（农村，限制，

融入）。此时，如果农村部门选择融入城乡融合

发展体系，但城市部门未能积极带动农村地区

发展，那么城乡融合发展不完全。

2. 劳动力选择流入城市，对应的均衡解为

X 6 ( 1,0,1 )、X 7 ( 1,1,0 )、X 8 ( 1,1,1 )。 若 U '+
CS + CU < U且 2CR + CE < R，则劳动力、城市

部门与农村部门的策略选择收敛（城市，带动，

融入）。此时，如果农村部门选择融入城乡融合

发展体系，城市部门选择积极带动农村地区发

展，那么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不难看出，劳动力流动是否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成本。

这种流动成本应该由城市和农村两个部门共同

承担，原因在于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一方

面，可能对城市现有的福利体系带来冲击；另一

方面，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

城市，增加了农村发展的要素交换成本，从而影

响城乡融合发展。一般而言，流入城市的劳动

力能够为当地城镇化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其正

效益往往大于外来劳动力对当地社会福利体系

冲击所带来的负效益，即有U '+ CS + CU < U。

但只要城市部门始终处于“领导者”地位，部分

初始资源较少的农村部门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

系的总效益可能为负，即有 2CR + CE > R。鉴

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H1：在宏观层面，劳动力流动能够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 H2：对不同地区而言，劳动力流动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假说 H3：在不同时期，劳动力流动对城乡

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三、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演进

的特征事实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测算体系并对其进行测度，分析得出

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二者演进的特

征事实，为后续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提供有效

的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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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指标测度指标测度

1. 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社会、空

间、人口和环境等多个层面，需要对城市和乡村

发展中的各个层面进行统筹分析。因此，本文

选取 2002-2020 年我国 31 个省级（剔除香港、

澳门和台湾地区，下同）面板数据，借鉴周佳宁

等 [29]的分析方法，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解为

城乡经济、空间、社会、环境与人口的融合发展

水平 5 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分别采用 4 个

具有代表性的三级指标进行系统衡量。本文采

用王军等 [30]改进后的熵权法对指标的权重进行

赋值，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在权重分析之前，需要对指标进行标

准化处理，其计算方法如下：

χij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Xij - min { Xj }
max { Xj }- min { Xj }

,当指标属性为正时；

max { Xj }- Xij

max { Xj }- min { Xj }
,当指标属性为负时。

（4）
其中，下标 i为年份，j为对应的三级指标，

max { Xj }为所有地区、所有年份中指标的最大

值，min { Xj }为所有地区、所有年份中指标的最

小值。  
其次，计算第 i年的第 j项指标的比重，得

出每个三级指标对应的比重 γij：

γij =
χij

∑
i= 1

t

χ ij
（5）

利用三级指标的比重 γij 计算对应的信息

熵 ej和冗余度 dj，④其计算过程如下：

ej = - 1
ln k∑

i= 1

t

( γij × ln γij ),0 ≤ ej ≤ 1 （6）

dj = 1 - ej （7）
通过冗余度得出指标的权重 ωj：

ωj =
dj

∑
j= 1

k

dj
（8）

最后，将所得的权重与对应指标的标准化

值相乘，得到 j指标在 i年的得分 Sij = ωj χij。通

过求和的方式，将所有三级指标的得分求和，得

到一级指标的总分 SI = ∑
j

k

Sij，该总分即为各个

地区在不同年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其结果

如表 4 所示。

表 4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体系

一级

指标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二级指标

城乡经济融

合发展水平

城乡社会融

合发展水平

城乡空间融

合发展水平

城乡人口融

合发展水平

城乡环境融

合发展水平

三级指标

人均 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

城乡交通通信支出之比

城乡文教娱乐支出之比

城乡医疗保健支出之比

失业保险覆盖率

土地城镇化水平

交通网密度

物流量密度

长途光缆密度

人口城镇化水平

人口密度

非农业与农业就业比

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比

单位 GDP能耗

单位 GDP固体废物产生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

属性

正

正

逆

逆

逆

逆

逆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逆

逆

正

正

指标权

重/%

5.040 5

5.279 8

5.490 9

5.510 7

5.519 8

5.512 3

5.511 5

5.028 7

4.116 0

5.116 3

1.702 5

5.112 1

5.440 9

4.496 3

4.250 7

5.259 2

5.484 4

5.505 7

5.416 3

5.205 5

注：各指标严格按照本文设定的框架体系选取，并根据 2002-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样本省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2. 劳动力流动

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来

衡量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学者

们所采用的量化指标各有不同。李晓阳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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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人口增长率减去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劳动

力流动的替代变量 [31]。张志新等通过计算地区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与户籍人口之比衡

量劳动力流动 [32]。许清清等利用各省劳动力净

迁移率作为衡量劳动力流动的相对指标 [33]。樊

士德等利用人户分离人口减去市区人户分离人

口比上总人口数衡量劳动力流动 [34]。通过对比

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得性，避免因数据缺

失而影响实证结果，本文参考伍山林的研究方

法 [35]，选择拥有农村户籍人口但从事非农业生

产的农业从业人数与农村人数之比衡量劳动力

流动，其计算公式为：劳动力流动=（农村从业

人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农村从业人数。

（（二二））特征事实分析特征事实分析

经过上述方法测算，得到全国平均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劳动力流动水平，结果

如表 5 所示。

表 5    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演进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国平均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

0.403

0.409

0.418

0.433

0.449

0.462

0.475

0.484

0.497

0.507

0.518

0.528

0.545

0.555

0.564

0.574

0.582

0.590

0.601

全国平均劳动力

流动水平

0.333 

0.355 

0.375 

0.393 

0.412 

0.427 

0.439 

0.450 

0.463 

0.474 

0.480 

0.487 

0.494 

0.500 

0.505 

0.511 

0.516 

0.521 

0.526 

    注：数据由笔者测算整理得出。

从宏观层面来看，城乡融合与劳动力流动

的总体演进趋势基本一致。2002-2020 年，全

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全

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值从 2002 年的 0.403
增 长 至 2020 年 的 0.601，年 均 增 长 率 约 为

2.245%。全国劳动力流动水平均值逐年上

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增长率逐年放缓，从

农村迁移至城市工作生活的人口比例增速逐

年下降。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工

的劳务输出能力开始下降，人口红利式微，传

统发展理论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或将

消失。

为直观呈现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

展的空间布局变化，本文绘制了我国省级层面

劳动力流动水平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布图，

并截取了 2002 年、2012 年、2017 年与 2020 年东

中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劳动力流动

数据，⑤结果如图 1 与图 2 所示。

在时空层面，本文结合城乡融合与劳动力

流动的现实特征与政策演进脉络，将我国城乡

关系演进划分为“城乡统筹”时期（2002-2012
年）、“城乡一体化”时期（2013-2017 年）与“城

乡融合发展”时期（2018 年至今）三个阶段。需

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上述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

水平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故对每

一阶段均进行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特

征分析。

1.“城乡统筹”时期（2002-2012 年）

“城乡统筹”时期，样本省份的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增速较低，且地区差距较大。2002 年作

为“城乡统筹”的起步之年，城乡融合发展总体

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东部地区省区市多处于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第一、二档，中部地区省区

市多处于第三档，西部地区省区市多处于第四、

五档，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由东向西逐

渐递减，并呈现“东高西低，中部为中”的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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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高值为北京，最

低值为西藏，二者最值差为 0.302。同时，第一

档与第五档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数值区间差为

0.301，城乡融合发展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此

外，由 2002 年劳动力流动水平分布图可知，我

国省级层面劳动力流动水平较高的省区市主要

分布在江苏以南的沿海地区和环京津冀地区；

以劳动力流动水平相对排名来看，第三、四档省

区市分别为 9 个和 10 个，约占全国省区市总数

的 61.290%，劳动力流动水平处于中游的地区

较多；劳动力流动水平最高的省区市为上海，其

数值为 0.679，最低的省区市为新疆，其数值仅

为 0.127。我国整体劳动力流动水平较低，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与劳动力流动水平均呈现“东高

西低”的发展态势。

与 2002 年相比，2012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全国平均值由 0.403 增至 0.518，年均增长率约

为 2.542%。与此同时，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地区间城乡融合发

展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

高值为上海，最低值为西藏，二者最值差为 0.387，
较 2002 年扩大了约 28.146%；第一档与第五档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数值区间差为 0.328，较 2002
年扩大了约 8.971%，这表明城乡融合发展两极

分化程度加深。同时，2012 年全国劳动力流动

水平均值有所上升，其中，中部地区部分省区市

与东北三省劳动力流动水平有明显上升，从原

先第三、四档上升至第二、三档，第一档与第五

注：图 1 中，本文采取 Jenks 自然断点法，对省级行政区当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分级划分，共分为五档，并根据灰度降序排列；鉴于

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赋港澳台地区图像为空白；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审图号为 GS（2019）1822。下同。

图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分布

2002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布 2012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布

2020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布2017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布

0.204-0.283
0.321-0.370
0.381-0.416
0.430-0.506
0.584-0.596

省级行政区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国界线
图例

1.6401.2306204102050
km

0.382-0.410
0.439-0.483
0.489-0.537
0.552-0.656
0.738-0.769

省级行政区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国界线
图例

1.6401.2306204102050
km

0.435-0.497
0.514-0.551
0.558-0.596
0.610-0.654
0.722-0.848

省级行政区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国界线
图例

1.6401.2306204102050
km

0.469-0.509
0.527-0.566
0.572-0.607
0.621-0.675
0.746-0.887

省级行政区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国界线
图例

1.6401.230620410205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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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劳动力流动水平数值区间差为 0.342，与 2002
年劳动力流动水平第一档与第五档数值区间差

相似，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水平差异依旧显著。

2.“城乡一体化”时期（2013-2017 年）

“城乡一体化”时期，样本省份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有所提高，但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与

2013 年相比，2017 年第三档省区市的数量明

显下降，陕西、河北、吉林和黑龙江均从第三档

降至第四档，而第四、五档省区市的数量有所

上升，“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依旧存在；除天

津外，处于第一、二档的其他省区市未发生变

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头部的省区市相对排名

开始“固化”。在劳动力流动层面，西藏与贵州

劳动力流动水平有明显的上升，但其他省区市

劳动力流动水平的相对排名基本没变，第一档

与 第 五 档 劳 动 力 流 动 水 平 数 值 区 间 差 为

0.347。从整体上来看，样本省份劳动力流动

水平均有所上升，但样本省份劳动力流动水平

增速明显下降，且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水平差距

依旧存在。

3.“城乡融合发展”时期（2018 年至今）

“城乡融合发展”时期，样本省份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地区差距开始缩小。2020
年，我国各省区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继续上

升，河北、湖北、四川、陕西等中、西部省区市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排名开始提高，第二、三

档省区市的数量大幅增加，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组间差距明显缩小，但新疆、甘肃、青海和西藏

4 省区市相对排名依旧处于末尾，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尾部的省区市相对排名变化较小。从

整体上来看，2020 年样本省份劳动力流动水平

有所上升，但劳动力流动水平相对排名变化较

图 2    劳动力流动时空分布

2017 年劳动力流动水平分布

0.127-0.197
0.198-0.303
0.304-0.406
0.407-0.524
0.525-0.679

省级行政区
劳动力流动水平

国界线
图例

1.6401.2306204102050
km

0.204-0.290
0.291-0.378
0.379-0.476
0.477-0.631
0.632-0.835

省级行政区
劳动力流动水平

国界线
图例

1.6401.2306204102050
km

0.240-0.320
0.321-0.395
0.396-0.509
0.510-0.666
0.667-0.838

省级行政区
劳动力流动水平

国界线
图例

1.6401.2306204102050
km

0.269-0.334
0.335-0.459
0.460-0.569
0.570-0.705
0.706-0.838

省级行政区
劳动力流动水平

国界线
图例

1.6401.2306204102050
km

2020 年劳动力流动水平分布

2012 年劳动力流动水平分布2002 年劳动力流动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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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往年处于第一、第二梯队的省区市相对排

名均有所下降，且多集中在东北、华东地区，该

现象可能与 2019 年底出现的新冠疫情有关；

同时，处于第四、第五档省区市劳动力流动水

平相对排名基本没有变动，表明这一阶段的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劳动力流动水平空间格局

逐渐“固化”。

综上，2002-2020 年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与劳动力流动水平存在时空异质性。在空间

维度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由东向西、由沿海向

内陆依次递减，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东高

西低”的发展态势。同时，直辖市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普遍高于周边省份。与此同时，我国劳动

力流动水平较高的省区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

地区与直辖市地区，显著高于全国平均值；随着

时间的推移，样本省份劳动力流动水平增速开

始放缓，处于第一档的省区市尤为明显。同时，

劳动力流动空间布局始终处于“东高西低、中部

居中”的发展态势。在时间维度上，各地区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地区间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增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趋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排名较高；而中

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分异”，以北京、上海为

代表的省区市始终处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高水平

首位，而以西藏、青海为代表的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低的省区市则难以摆脱发展缓慢的窘境。与

此同时，劳动力流动水平表现为倒“U”型增长

态势；东部地区各年份的劳动力流动水平均值

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劳动力流动水平均低于全国

平均值，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劳动力流动水平

从“两极分化”向“两极固化”转变。

四、实证分析

（（一一））模型建构模型建构

基于上述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演进的特征事实，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模型实证

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模型

的基本表达式为：

URit = α+ β1 laborit + β2 frdit + β3 finit +
β4 techit + β5 farmit + μi + yeart + εit

（9）
式中，下标 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URit为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 laborit 为

劳动力流动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 frdit、finit、

techit、farmit分别为财政分权、金融发展水平、技

术进步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控制变量。μi为

地区效应，year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二））数据说明数据说明、、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前文使用熵权法测算

得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R），核心解释变量

为前文计算得到的劳动力流动（labor）。考虑

到其他因素可能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影响，本

文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

1. 财政分权（frd）

财政分权有利于推动地方产业和经济的发

展，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公共产

品和服务，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

合 [36]。因此，本文使用财政收入分权水平衡量

财政分权，其计算公式为：财政分权=各地区人

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各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央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 金融发展水平（fin）

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建设，为

居民提供了更好的金融服务，提高了社会的整

体消费水平，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较为显

著 [37]。本文选择样本省份金融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3. 技术进步（tech）

科技是发展的内生动力，更高的科技水平

能够显著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消除城乡壁垒，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 [38]。本文选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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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授权数之

和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技术进步。

4. 农业机械化水平（farm）

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

展的关键一环，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能够主动

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快新型

城镇化的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39]。本文选

择样本省份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农业

机械化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

本文选取 2002-2020 年中国 31 个省级面

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样本省

份统计年鉴，同时借助国家统计局、EPS 数据

库、中经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进行数据采集。

由于部分省区市相关指标的年度数据存在一定

缺失，故本文使用插值法进行填补。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由表 6 所示。

表 6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UR

labor

frd

fin

tech

farm

观测数

589

589

589

589

589

589

均值

0.505

0.456

0.031

0.057

0.230

0.146

标准差

0.104

0.160

0.025

0.031

0.179

0.049

最小值

0.185

0.127

0.001

0.007

0.009

0.030

最大值

0.887

0.838

0.135

0.200

0.928

0.269

    注：数据由笔者整理所得。

由表 6 可知，2002-2020 年我国城乡融合

发 展 水 平（UR）的 均 值 为 0.505，最 大 值 为

0.887，最小值为 0.185，极差约 9 倍，各地区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劳动力流动（labor）的

均值为 0.456，最大值为 0.838，而最小值为 0.127，
极差较大，各地区劳动力流动存在明显的时空

异质性；其他控制变量在最值之间也存在较大

差距，这表明在 2002 年至 2020 年期间，全国城

乡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

（（三三））基准分析基准分析

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时序相

关和截面相依三大问题，使用常规的面板数据

统计方法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保

证标准误的一致性、无偏性和有效性，本文采用

Driscoll⁃Kraay 标准误进行基准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基准分析

变量

labor

frd

fin

tech

farm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F 检验

R2

样本量

固定效应模型

（1）

0.052***

（0.017）

控制

控制

8.95***

0.945

589

（2）

0.031**

（0.014）

0.648***

（0.068）

控制

控制

68.07***

0.946

589

（3）

0.063***

（0.020）

0.725***

（0.090）

0.315***

（0.097）

控制

控制

37.84***

0.948

589

（4）

0.055***

（0.018）

0.587***

（0.098）

0.286***

（0.093）

0.017**

（0.006）

控制

控制

38.19***

0.949

589

（5）

0.048**

（0.018）

0.569***

（0.103）

0.302***

（0.093）

0.023***

（0.007）

0.075**

（0.027）

控制

控制

31.98***

0.949

589

注：***、**、*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5%、10% 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表 7 模型（1）-模型（4）为不断加入控制变

量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模型（5）为包含所有解

释变量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

（4）的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不断加入，劳

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

正。模型（5）的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labor）

系数为 0.048，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

劳动力流动每上升 1%，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则

提高 0.048%。这说明就全国层面而言，劳动力

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

H1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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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影响了城乡

间的要素布局，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使与之

相随的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的配

置更为合理，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

力；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城

市外来人口的数量增多，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

间公共服务福利水平的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资

本的损耗，并加剧社会矛盾。因此，政府会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公共福利更加均衡，消

除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歧视，使劳动力能够

真正融入当地的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形成

稳固的城乡融合社会网络，缓解城市内部“二元

社会”现象，在空间和社会等层面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

就控制变量而言，表 7 模型（5）中财政分权

（frd）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

削弱了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羁绊，相应的宏

观调控措施不仅能够加快要素流动，优化资源

配置，促进地方优势产业的发展，而且能够为城

乡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缓解城乡基层治

理二元化现象，从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缩小城

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金融发展水平

（fi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业的发展能够提

高地区经济水平，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好的数字

服务。同时，金融水平的提升能够吸引更多知

识密集型产业进驻，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加速地区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技术进步（tech）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科技的发展能够催生新技术、新产品和新

服务，从而提高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产业链、供应

链的现代化水平，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农业机械化水平（farm）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能够提高农村生产力，加

快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缩小农村与城市的

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四四））异质性分析异质性分析

在前文的特征事实分析中，本文发现不同

地区、不同时间的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差

异性。因此，本文从异质性视角出发，利用分样

本回归，进一步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的时空异质性影响。

1. 空间异质性

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在地区间

的分化现象，本文按照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

的特征事实将全样本从地区上划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三个区域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⑥结果

如表 8 所示。

表 8    空间异质性分析

变量

labor

frd

fin

tech

farm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Wald 检验

样本量

东部地区

（1）

0.084***

（0.020）

0.336***

（0.068）

0.265***

（0.041）

-0.007*

（0.004）

0.015

（0.015）

控制

控制

10 368.94***

209

中部地区

（2）

0.040**

（0.020）

0.681***

（0.151）

0.258***

（0.070）

0.002

（0.008）

0.032

（0.020）

控制

控制

5 462.75***

152

西部地区

（3）

0.070***

（0.018）

0.864***

（0.153）

-0.090*

（0.050）

0.011**

（0.007）

0.061***

（0.023）

控制

控制

5 573.19***

228

  注：***、**、*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5%、10% 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 8 可知，劳动力流动（labor）系数在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R）

作用的系数分别为 0.084、0.040、0.070，且东部

地区、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在 1% 水平上显著

为正；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在 5% 水平上显著

为正，且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系数最高，西部地

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初步表明劳动力流动对

城乡融合发展在空间维度上存在异质性，假说

H2 得到验证。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部地区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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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化水平（farm）外，其余变量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但技术进步（tech）系数为

负。中部地区除技术进步（tech）外，其余变量

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西部地区除

金融发展水平（fin）外，其余变量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但金融发展水平（fin）系数为

负。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东

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城乡融

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说明劳动力流动对城

乡融合发展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劳动力流动的

特征事实可以看出，2002-2020 年东部地区的

劳动力流动水平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

区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

能够更好地享受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劳动

力流动水平相对较低，人力资本对城乡融合发

展的影响力较弱。尽管劳动力回流和农民工市

民化等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水平，

但由于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专用性、社会网络关

系的固化和地区间户籍制度改革的差异性等因

素的影响，长期外流的劳动力往往难以适应流

出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劳动力流动水平

的提高反而可能会影响流出地的社会福利和公

共服务的发展，从而产生“就业破坏”效应，影响

当地城乡融合发展。

二是在控制变量方面，财政分权（frd）系

数大小按地区从东向西依次递增，说明政府在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扮演着更重要

的角色，分权程度的提高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

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种促进效应在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以及城乡分割程度较深的中西部地区

更为显著。金融发展水平（fin）系数在西部地

区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知识密集

型产业相比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更能吸引资本的投入，从而加大了城乡差距，

削弱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技术进步（tech）系

数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但系数较小。

可能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城乡融合

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科技水

平的提高对当期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力较

低。农业机械化水平（farm）系数在中西部地区

显著，说明农业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中仍占重

要地位，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

农村生产力，推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有助

于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

2. 时间异质性

上文的特征事实分析表明，我国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与劳动力流动水平在时间维度存在异

质性。为了厘清不同年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影响的异质性，本文依照劳动力流

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特征事实，以党的十八大

召开时间为节点，将全样本从时间上划分为

2002-2012 年与 2013-2020 年两个阶段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时间异质性分析

变量

labor

frd

fin

tech

farm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F 检验

R2

样本量

2002-2012 年

（1）

0.123***

（0.022）

0.116

（0.110）

0.625***

（0.181）

0.034***

（0.010）

0.171***

（0.043）

控制

控制

66.62***

0.883

341

2013-2020 年

（2）

0.067

（0.040）

0.334***

（0.055）

0.266**

（0.089）

0.002

（0.003）

0.035**

（0.011）

控制

控制

8.66***

0.952

248

注：***、**、*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5%、10% 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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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 可知，劳动力流动（labor）系数在

2002-2012 年与 2013-2020 年对城乡融合发

展 水 平（UR）的 作 用 系 数 分 别 为 0.123 与

0.067，且 2002-2012 年劳动力流动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显著大于基准分析模

型（5）中的数值。2013-2020 年劳动力流动系

数较小且不显著，初步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

融合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异质性，假说 H3
成立。在控制变量方面，2002-2012 年所有控

制变量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金

融发展水平（fin）、技术进步（tech）与农业机械化

水平（farm）系数明显大于基准回归，而 2013-
2020 年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系

数较低，同时技术进步的系数不显著。具体分

析如下：

一是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逐

渐减弱。2002-2012 年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而 2013-2020 年劳动力流

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说明劳动

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时间异质性。这种

结果可能与劳动力流动波动增长的特征事实有

关，城乡间劳动力并未呈现平稳、有序的流动，

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边际影响力逐渐

减弱。

二是在控制变量方面，除财政分权（frd）

外，2002-2012 年各控制变量对城乡融合发展

影响的系数与显著性均大于 2013-2020 年，说

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控制变量对城乡融合发

展的推动作用开始下降，城乡融合发展或将遇

到“瓶颈”期，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五五））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

为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可靠，本文采用替

换及增加变量、更换回归样本、工具变量法等方

法进行相关检验。

1. 替换及增加变量

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使用两步

熵权法重新测度被解释变量，以代替基准回归

中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⑦其次，替换核心解释

变量，本文选择样本省份劳动力净迁移率代替

基准回归中的劳动力流动；⑧最后，增加控制变

量，对外贸易水平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

重要因素，对外贸易带来的就业数量扩大效应

与就业质量偏移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城乡

融合发展 [40]。因此，本文选择样本省份进出口

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衡量对外贸易水平。

2. 改变回归样本

新冠疫情作为 21 世纪以来最大的“黑天

鹅”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而且

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规律，构成了我国城乡

融合发展进程上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本

文选择剔除 2020 年的数据，以检验新冠疫情对

模型稳定性的影响。

3. 工具变量法

本文通过固定地区效应与时间效应缓解因

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考虑到城乡

融合发展与劳动力流动可能互为因果，本文选

择劳动力流动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劳动

力流动的滞后一期与地区本期劳动力流动的水

平相关，但与本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关联性

较弱 [41]。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10 所示。

由表 10 可知，模型（1）-模型（4）无论是替

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

还是改变回归样本，劳动力流动系数符号的正

负性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其中，由表

10 模型（5）可知，当劳动力流动的滞后一期作

为工具变量时，回归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且

系数符号的正负性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改

变。上述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

较高的可信度。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 文 选 用 2002-2020 年 中 国 31 个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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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稳健性检验

变量

labor

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弱工具变量检验

F 检验

R2

样本量

替换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1）

0.001***

（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1 906.84***

0.948

589

替换劳动力流动

（2）

0.134**

（0.056）

控制

控制

控制

28.19***

0.949

589

增加控制变量

（3）

0.029*

（0.016）

控制

控制

控制

26.96***

0.950

589

剔除新冠疫情年份

（4）

0.001**

（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2 342.81***

0.945

558

工具变量法

（5）

0.061**

（0.028）

控制

控制

控制

<10%maximal IV size

448.48***

0.951

558

           注：***、**、*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5%、10% 的统计检验；模型（1）-模型（4）括号内为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面板数据，通过熵权法测算各地区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并对劳动力流动地的城乡融合发展效

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劳动

力流动水平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这一结果在替换及增加变量、改变回归样本与

工具变量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依旧成立。在不同

时间、不同地区的样本分析中，各地区劳动力流

动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劳

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表现出了异质

性，具体表现为：在空间维度上，劳动力流动系

数大小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时间

维度上，2002-2012 年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

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 2013-2020 年劳动

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在全国层面，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区

际流动水平。一方面，加快缩小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水平的差距，实现

“两率”并轨协同发展。2021 年，中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约为 64.7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约为 46.70%，差值约为 18.02%，涉及约 2.55 亿

人，⑨这部分劳动力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未

能享受到当地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因此，

要深入推进户籍制度背后所附载的教育、医

疗、住房、就业等诸多福利和公共服务改革，进

一步促进农村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使劳动

力真正融入城市。另一方面，统筹落实劳动力

就近就地流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以县

域作为基本地域单元和重要切入点，尤其是做

好“乡—县”流动，增强县域的中心功能，提高

县域的综合服务能力，辐射带动县域周围的农

村发展。

其次，基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

异质性，为缓解地区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失

衡，需着重解决区域劳动力错配问题。从流出

地（农村）来看，一方面，改变农村地区和欠发达

地区单一的劳务输出思路，转向促进自身内生

式发展和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例如，学习美

国“大学镇”“公司镇”及德国“城乡等值化”的发

展模式，引导资本、技术有序下乡，促使公共资

源不断向农村倾斜，使乡村小镇的居民可以享

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实现乡村超常

规发展。另一方面，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身

乡村振兴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加大西部地区对

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力度，缓解欠发达地区“用

工荒”和“劳动力转移刚性”的结构性问题，实现

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相匹配。从流入地（城市）

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势必导致生产

资料在城市的集聚，从而形成以特大城市为核

心的都市圈发展模式。一是不断深化城市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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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改革，优化城市的居住环境，增强特大城

市的人口承载力，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二

是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制定差

异化的落户政策。试点取消大中小城市尤其是

常住人口较少城市的落户限制，在部分特大型

城市实行积分落户制，全方位打通劳动力进城

渠道。三是充分发挥都市圈城市发展的引领机

制，加强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等特大城

市群对周边小村镇的辐射带动作用，避免欠发

达地区出现“人口外流—经济下滑—人口外流”

的恶性循环。从外流劳动力个体来看，提高外

流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追求人力资

本“质”的提升，逐步实现其在不同城乡和地区

间的自由流动，以增强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

发展的边际影响力。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9》。

② 资料来源：《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与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 依据国家统计局“七普”第三卷  年龄：3‑3a 至 3‑3c，作者

计 算 得 出 。https://www. stats. gov. cn/sj/pcsj/rkpc/7rp/zk/
indexch.htm。

④ 计算三级指标信息熵时需要对其比重进行对数处理，故

将指标比重值正向偏移，以避免出现真数非正的情况。

⑤ 依据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

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⑥ 对全样本按地区划分后，数据类型从短面板转换为长

面板，故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 FGLS 回归分析。

⑦ 第一步计算各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中的权重，得出二

级指标中不同维度城乡融合发展的得分；第二步计算

各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中的权重，得出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的得分。 
⑧ 劳动力净迁移率=（年末人口数‑上年末人口数‑上年末

人口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年末人口数×100%。

⑨ 资料来源：《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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